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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民

族乐器工业注入了“现代化”的科技元素，在制作、

规范等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民族乐器的应用

和推广开辟了不同以往的新路。二十五品的琵琶、

二十三弦的筝、不再匀孔的定调插口笛、六角筒的

二胡……这些在今天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标准照”

出现的乐器，隐去了它们在 20 世纪前的旧貌，构建

了中国民族乐器独立个体的标准印象。2019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 2019 全国乐器学研讨会上②，笔者

以《领奏 ：国家标准的“入场”和中国少数民族乐

器改革》谈到了我国民族乐器在制作、演奏和研究

等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标准化”问题，引起了吴学源、

韩宝强、付晓东等与会学者的共议，闭幕式上，将

“标准”的讨论列为明年乐器学研讨会的议题。学者

们对乐器“标准”的关注和思考，开启了对 21 世纪

中国民族乐器发展现状的新一轮审视。

 “标准”二字如约定俗成的本意，一直在乐器

领域出现，轻工业系统从乐器生产角度，一般将“标

准化”视为“工业化”。考虑到“标准”难以完全绝

对，进一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前者包容性强，

涉及文化背景与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与个体经

验和审美喜好层面有关，允许千人千面，各表一枝，

如演奏领域 ；后者则指在特定领域内专门制定的、

并社会化流通的规范性准则，例如我国乐器行业必

须执行的国家标准（GB 或 GB/T）和轻工行业标准

（QB 或 QB/T），如违反，即不合格，定位次品，不

能投放市场。我国的乐器制作行业实际就是这种客

观标准的长期实践者，由于生产出的标准器物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乐器的性能边界，所以会对乐器制作

的目标——演奏，产生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影响。

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

“人”的自主能动性，关注作品演奏过程中的表现力

和创造力。毕竟任何基于“标准化”乐器的演奏，

都存在各人对乐器的触发动作、力度、演奏法、指

法的差异性，上升到作品演奏层面，即成为不同演

奏者演绎的个性，再结合不同的喜好标准，所以外

界对演奏风格、水平、效果的评价也往往是“个性”的，

有时还会引发对“流派”问题的讨论，难有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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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关注的是“物”的规范性，以及这样的规范

准则产生的社会化影响问题，如国家和轻工业标准

造成的新中国民族乐器器物的“标准化”。本文中主

要讨论的，就是这套客观标准执行生产之后，乐器

器物本身反映到多个领域中的社会化实践问题。诚

然，“标准”的建立过程中难免主观，乐器在“标准”

之外也留有个性空间，后文中将一并讨论此类问题。

一、“标准化”观念的提出与落实
我国疆土广袤，地缘复杂，乐器众多，但乐器

器物上的“标准”问题一直是薄弱之处。各地乐器

发展动辄上千年历史，同类乐器看似一致、实则有

异、语汇不通，连基础配件叫法都各执一名。以民

间常用的吹管乐器哨片为例，京东哨鼻儿、天津嘴

子、山西咪子、东北响儿、河北引子（大引、小引）、

河南叫子（叫叫、咪、吹咪儿）、安徽口密子……五

花八门，各有各的说法。如果缺了通用语言“哨片”

两字的统纳，理解起来着实不便。

如果说称谓标准缺位，造成了表述和理解的困

难，那么，形制和音响标准的缺位，则严重影响乐

器的基本性能。笔者在 2013-2015 年间多次拜访琵

琶知名制作师满瑞兴，他 14 岁起就在北京义和斋乐

器行，后进入北京民族乐器厂当工人，直至成立自

己的乐器作坊，几乎与我国的乐器行业共同成长。

提到当年中国乐器“不标准”是全国普遍现象，乐

器受各种条件局限，每一批的质料都不同，形制都

不一致，性能自然也差强人意。相较于世界乐器工

业的规范性，上述民族乐器名称、物质和音响等的“标

准化”程度提醒我们，乐器的“无标准”与社会的

“现代化”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地方乐器的个性

和语汇自然值得珍惜，但从行业发展和应用研究上，

也需要辅以“标准化”的共同语言。

新中国成立后，乐器“标准化”观念是以器物为

中心的，在国家引导民族乐器发展历程中逐渐落实，

再逐渐由器物典范演变为乐器标准，并进一步社会化

的。事件起点是 1954 年开始的“民族乐器改革”，也

被业界称为“乐改”。1954 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

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成立当年，

受第一任全国音协主席吕骥交托，民族音乐研究所副

所长李元庆在所里成立“乐改小组”，亲任组长，杨

荫浏、王湘、毛继增、陈自明等人作为组员先后参与

其中，后来进一步成立乐改陈列室，展示改革乐器典

范，领导、组织、践行并推广全国民族乐器改革。

这场新中国“乐改”一方面承继了 20 世纪初郑

觐文等音乐家在大同乐会改革创制 164 件乐器、组

建“国乐大乐”的大胆构想，也对刘天华等音乐家

们在“国乐改进社”的理论讨论等进行了延伸，李

元庆在《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等陆续发表了一系

列引导全国乐器发展理念的文章①，首篇《谈乐器改

良问题》就专门提出“乐器规格标准化问题”：“要

使分散经营的乐器作坊所制造出来的乐器达到规格

的一致，在目前还很困难。但是现存应该做一些准

备工作，为将来乐器制造规格的标准化，创设必要

的条件。……确定标准音，建立乐器检定制度，是

乐器走向标准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介绍和推

荐较优良的乐器设计。例如低胡，它的尺寸、琴弦、

定弦法迄今漫无标准，如果由公营乐器工厂和二胡

专家们共同研究试验，设计一两种式样，由公营工

厂首先推行，逐步改进（每种设计标明号码），就会

使私营乐器工厂逐渐有标准可遵循了。”[1]

20 世纪 50 年代末，国家轻工业系统②率先向乐

器规格发力。1959 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苏州民

族乐器一厂等生产单位提供珍贵数据，参与轻工业

部“社会常用的五种民族乐器第一次制作规格标准

化试点工作”，历经“文革”期间，直至 1977 年 7 月，

民族乐器第一个部级标准“京胡、二胡、笛子、大三弦、

琵琶五种民族乐器轻工业部部颁标准”在上海正式

审定，到 1980 年 10 月，虎音锣等五种常用铜响乐

器部级标准草案在武汉审定，民族乐器行业标准终

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覆盖了吹奏、拉弦、弹拨、打

击四大类乐器对象，这也意味着标准工作走上正轨。

截至现今，我国轻工系统和相关部门已陆续提出并

发布民族乐器国家标准（GB 或 GB/T）和轻工行业

标准（QB 或 QB/T）共计 30 项③，而其他民族乐器

① 这一系列文章包括《谈乐器改良问题》《谈乐器改革的原则》《继续开展乐器改良工作》《进一步地开展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等，后集中

收录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李元庆纪念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② 2000年前，此类标准由轻工业部组织编写，机构更名，由国家轻工业局颁布。2001年2月28日，国家轻工业部、轻工业局完成机构转换，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接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

③ 其中3项是国家标准，即十二平均律的频率与音分的计算、乐器产品使用说明的编制原则、乐器分类等；27项是轻工行业标准：即民族弦

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琴弦通用技术条件、民族气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十二平均律音名标注方法、响铜体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乐器音准

装置准确度等级判定、琵琶、筝、阮、三弦、月琴、京胡、二胡、笛子、笙、箫、唢呐、柳琴、扬琴、虎音锣、武锣、苏锣、手锣、抄锣、

水镲、吊镲、军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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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方也争着效仿，建立了省市或者工厂级别的

生产标准。[2] 上述民族乐器“标准化”，率先实现了

服务于民族乐器制造的工业生产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音乐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成

了“乐器规格标准化”要求的提出者，但实际落实

情况却要复杂得多。究其原因，“标准化”观念来自

文化部的研究力量，但涉及乐器材料、制造、投放、

普及、教学等实践环节的业务一直划归农业部、冶

金部、轻工业部、中国供销总社、教育部等部委主管，

可以预知，“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服从于后

者所把握的国民经济生产的现实条件。

二、“标准乐器”的普及与应用范围
乐器功能的实现系统，按照时间先后，先制造，

经销售，后演奏。其中“制造”环节，是标准化观

念从书面转化出实物的第一环节，也是社会化的基

础。伴随着国家和部颁标准的确定，通过了专门机

构鉴定合格的“标准乐器”，得到了国家颁发的“身

份证”，借助知名演奏家和乐团作品在电台、乐器博

览会、商品交易会等推广和传播，进入流通市场，

带动相应的代表曲目和更丰富的演奏法出现，在演

奏、参赛、教学领域得到社会化推广。

（一）表演实践

改革乐器从 1952 年开始，就在刚成立的中央广

播乐团民族乐团里使用，引发了彭修文对乐队建制

的一系列探索，此后，乐器改革品形制、性能以及

组合性质更趋稳定，系列乐器等进一步作用于上海

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以及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

团等各地各类乐团，成为此后中国交响化民族管弦

乐队的基本面貌。就如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

指挥阎恵昌所说 ：

关于民族管弦乐队编制规模的标准化问题，新

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有争议，各地也有不同的实践。

……尽管对标准化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许多作曲家

和指挥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相对固定，相对标准

化（不是绝对的）也是有必要的，我们的民族管弦

乐队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其实是很标准化的，吹、拉、

弹、打这四个声部被大家所共识。[3]

国家级民族管弦乐队之中的知名演奏者对标准

乐器的选用，也成就了特殊的榜样意义。中央民族

乐团笛子演奏家王铁锤就曾告诉笔者，当年他从定

县子位村进入乐团，才使用上了加铜套口的定调笛

创作、改编《庆丰收》《赶路》《油田的早晨》，没想

到在电台播放大受欢迎，老百姓们争相模仿①。名家

选用的广告效应，无形中烘托了“典范”意味。就

这样，在名家、作品、演奏法研讨会、汇报音乐会，

加之行政力量的倾斜和推动下，各式主流媒体的积

极宣传，使这种标准乐器的影响不仅覆盖国内，还

辐射到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

这一时期，在国家内部对民族乐器的应用需求

巨大，工厂按照行业标准进行规模生产，大量标准

成品正蓬勃而出。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面实行政

府指导，“乐器作为文体用品的一个类别，实行的是

‘统购包销’，……乐器商业体制也基本上是一种政

府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的乐器交易平台是政

府所提供的三个综合性贸易的平台 ：全国文化用品

交易会、全国教育用品设备采购交易会、广州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4]。这些每年定期举办的商品交易会，

包括后期发展出的各地乐器博览会、大规模吸引大

量业内生产商、经销商、原料供货商，也满足着文化、

轻工等各系统职业和非职业乐器爱好者的乐器需要。

如今上海、北京的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等均已形成

品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北京民族乐器厂等知名

民族乐器厂作为常驻方，不只常年参加国内外展销

会，各厂本身也还积极举办种类丰富的年度乐器订

货会。[5]159 标准乐器大批量进入了市场，开始着眼

未来，也意味着它的主战场，从表演实践扩展到了

教学推广、考级评奖。

（二）教学推广

通过院校专业教师教授学生，实现乐器“标准”

的普及推广，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早有先例，源

头可以追溯到早期刘天华编写教材，培养学生，使

民间二胡进入音乐院校，实现了当时二胡结构改革、

定弦音高、音域、转调手法的推广 [6]。乐器“标准

形制”的确定、应用、创作，进一步带来了教学推

广的可能性。从 1950 年起，民族乐器专业伴随着新

一轮的乐器发展和形制稳定，在全国院校中逐步开

花。以扬琴为例，长期致力于改革的郑宝恒就在中

央音乐学院开启了扬琴专业，同一时期在国内其他

省份，李广才、陈照华等人也分别在开创扬琴专业课，

生生不息，传承不止，后来多排码扬琴作为标准型

通行至今，离不开他们共同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扬

① 见笔者在2011年探访王铁锤先生的采访笔记，王铁锤作为从河北定县子位村走入中央民族乐团的笛子演奏家，有着从民间乐手到国家职业

院团演奏员的经历，也对乐器的发展应用有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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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教师 [7]。

少数民族乐器地区对“标准乐器”样式的确定，

同样积极，甚至更加热情。当地艺术院校在许多课

程设置并不完善的条件下，争相开设本民族乐器的

专业和相关课程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艺术学校设立

伽倻琴专业，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学校设立马头琴、

四胡专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艺术学校设立艾捷克、

胡西塔尔、弹布尔专业，西藏自治区艺术学校设立

扎木年专业等 [8]。在同类乐器样式更显个性的少数

民族地区，乐器载体出现标准，使院校专业教学成

为可能，也使本民族文化的传习得到了更充分的保

障，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样的推广还多了一层系统

完善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体系的意味。

教学双方的参与带动，使非职业人士也对乐器

标准的贯彻有所助力。随着非职业院校、单位、团

体积极组织兴趣小组，进行常用民族乐器教学，甚

至邀请高水平职业演奏家进行长期、正规培训，也

对推广和传承具有长远意义。目前，仅北京就有“金

帆民乐团”中小学乐队、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民乐

团等数万名学生加入民乐行列。[9] 不仅在国内，随

着中外交流的日渐常态化，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

对中国常用拉弦、弹拨、吹管和打击乐器的介绍，

在东西方世界不胜枚举，现如今，在美国的马里兰

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等更是都开设了中国乐器教学。

（三）考级评奖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期起，全国社会

艺术水平民乐考级从乐器、乐曲、演奏法，甚至教

材向社会大众公布了一整套常用民族乐器的实践规

范，考级大军也成为普及乐器的重要群体。自上海、

广州 1989 年前后开始举办乐器 ( 业余 ) 考级活动，

中国音乐家协会于 1991 年寒假也举办乐器 ( 业余 )

考级活动，如今不同系统和单位乐器组织的考级活

动每年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和地区频繁开展，响应

者以百万计，仅北京地区的民族乐器考级就有中国

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

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歌剧舞剧院等多家组织机构。

其中，中国音乐学院的考级针对民族管弦乐器，还

要求一律使用该院考级委员会编选的《中国音乐学

院校外音乐考级全国通用教材》《中国音乐学院社会

艺术水平考级通用教材》《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

平考级精品教材》，对社会演奏者做进一步规范。

除了面向广大社会民众的业余，常态化的大小

“金钟奖”“敦煌杯”“虎丘杯”民族乐器演奏比赛，

以及 2019 年刚刚结束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民族

器乐大赛等民乐定期赛事进一步实现了对职业乐器

演奏者和所使用的乐器的规范。这并非小题大做，

由于民族乐器存在各种音位排列、音域音量上各不

相同的器物形式，既有原生的，也有改革的，如果

在公开赛事之中不做限定，就容易重蹈 1987 年 2 月

下旬的“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中的情形 ：23 支参

赛队演奏指定曲目《雨打芭蕉》都必须更换自己的

扬琴。这一更换就是 23 组，不免让人对赛事、乐曲

和乐器的稳定发展产生疑问。“参赛乐器符合基本形

制标准”，一方面满足了赛事的一致性、公平性原则，

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标准乐器相对稳定可靠的性能。

此外，乐器制作赛事更进一步追求将现行标准乐器

的性能典范发挥到极致， 据统计，“‘敦煌杯’民族

乐器制作比赛”，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创以来，已

涉及二胡、琵琶、柳琴、笛、扬琴、筝，及各类自

制工具、刀具等二十余项。[5]156

三、海内外对“标准乐器”的认同
经过上述表演实践、教学推广、考级评奖等实

打实的应用，以二胡、古筝、琵琶等一系列常用乐

器的标准形制在社会上普及，上海、苏州、北京等

地民族乐器厂推出的自有品牌乐器甚至还在业内获

得了特定乐器拳头产品的口碑。张子锐创制“二胡

专用金属弦”和“带挂钩的调节式琴弓”在二胡上

通用 ；二十一弦、二十三弦、二十五弦等成为古筝

的常见弦式 ；扬琴发展为三排码、四排码、五排码，

琴竹基本普及 ；而最普遍的应用是钢丝弦、钢丝尼

龙弦、尼龙缠弦。它们由于张力大、不易断弦、质

量更稳定，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已成为海内外民

族乐器使用的弦质。同样，在民族管弦乐队里，定

调插口笛、加管加键的扩音抱（排）笙、革胡在内

的胡琴系列、阮族系列、民族定音鼓、云锣等都依

照特定的规格标准，得到专业演奏者的运用。

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其他国家的民族乐器应用，

不仅深受大陆的影响，更直接以大陆乐器为典范。

无论大陆推广哪一种改革乐器，港澳台都会很快跟

随定购，是 1949 年后民乐交流的常态，比如在台湾

地区，民乐从业者来大陆求师曲目和技术，大陆音

乐家赴台演出和教学十分普遍，大陆民族乐器已实

现了用商货柜发货台湾，逐步建立的台北市立国乐

团、高雄市立国乐团等专业团体，以及数十个半专

业和民间业余乐团所用乐器也都基本来自大陆。[10]

从具体乐团个体上说，在香港地区，20 世纪 70、80

年代，香港中乐团就购入中央歌剧舞剧院方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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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民族乐器厂孙汝桂创制的 3 把加键扩音笙使用 [11]，

还长时间订购、使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58 型大革胡，

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仿生皮的低音革胡，并大力开展

对阮族、唢呐等吹管乐器的系列化改革。[5]145 不仅

如此，香港中乐团乐改研究室主任、柳琴演奏家阮

仕春甚至还向笔者强调，以标准乐器构建的民族乐

队形式尚未发挥出应有的潜力，他认为 ：“比之大陆

的众家民族管弦乐团，香港中乐团的音响效果显然

要更为让人满意，”究其原因，不是演奏人员，而是

乐器器物上花了很多工夫，追求用料、规格、部件、

尺寸等的更大程度、更为精细的标准化，使用了比

一般通用规格更为严苛的乐器标准。当然，这样的

标准乐器，已经在国家、部颁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入了香港中乐团的自有知识产权内容。① 

随着“标准乐器”音乐实践性能上的稳定和民

乐“交响化”建制的推行，武汉锣厂的云锣、大抄

锣愈加受到认可，德国柏林交响乐团、日本名古屋

市日中友好协会等长期订购，日本、美国、东南亚

等国乐团也都引进中国民族乐器，海内外华人民族

乐团建制趋于统一。[12] 到了 21 世纪初，在指挥家

朴东生先生的印象里，台湾以及港、澳，还有新、

马等国，……都有一个极为鲜明的共同点——乐器

统统是大陆制造，做法、座次、编制及训练模式几

乎完全一样。……不仅乐器、乐队编成一致，就连

所演奏的曲目也大多源于大陆作曲家。[13]

中国大陆的民族乐器经过改革，经过标准化，

在全球化浪潮中激起人们对中国民族乐器的重视，

跨越国界在非华人、华族国度生存发展。语言、乐器、

作品、排练习惯和专业用语如出一辙，甚至乐团指

挥都是同一位，民族乐器在海内外几乎通用。而民

族器乐领域的海内外交流深入到难解难分的程度，

这一方面说明华人们对这些乐器自发自觉的欣赏和

推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标准乐器”适应了

乐器发展的国际环境。

四、器物“标准”负载的三层内涵
当我们谈论“标准”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历数新中国成立后，原有乐器改革成型，经过许多

轮的试制、试用、淘汰、定型与传播，一步步实现

了当下大众认同的民族乐器形象，第一道桥梁正是

李元庆提出“规格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谁在发

力？谁在接棒？谁在实现？谁在认同？是一个涉及

国家机构、音乐学者、各大部委专门机构乃至广大

民众的大问题。

“标准乐器”出现的首要目的，是解决新中国成

立后民族乐器规模化生产面临的问题。因此，国家

率先推动“乐改”，选出理想化的乐器个体——标准

器，推动生产、实践、销售的互认。但这一系列有

轻工业系统出台、得到客观承认的乐器标准，归根

结底，只是适用于工厂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标准”，

就其器物结果——“标准乐器”还只是形态标准的

基本乐器。但是，它们依然负载着丰富的功能性内涵。

标准从无到有，使传统中国实现了与现代世界

的连接。标准乐器这一载体，不可避免地对接现代

工业文明，显示了传统手工业生产与现代工业标准

相结合，达到了超越技术层面的文化融合。“标准乐

器”的实践意义，是通过多重功能性来体现的。不

论是映射人们脑中的民族乐器“标准照”，或是演奏

出的“标准化”声音，一路走来的乐器“标准”实

际承载着三层含义 ：

一是多重意义上的性能典范。

当国家推动的“标准”出现时，我们知道单

一一方的建议，很难成为评判的唯一标准。相反，

需要乐改的指导者、乐器的实践者以及各部委协调

方，共同参与判断乐器在音乐性能、民族个性和使

用稳定性上堪当“典范”，方能将这件乐器个体，树

立为业内公认的该类乐器的“标准器”。在多重意义

之中，“典范”在演奏上的实现，主要依靠以文化系

统的艺术院团，尤其是演奏员、研究者为代表的业

界领军人士，因为在一般民众看来，名家犹具“性

能标准”的判断力，经名家选用的“标准乐器”往

往是民族器乐优异性能的象征，在现今各乐器厂（作

坊）极力找民乐名家代言、使用乐器也是如此，具

有“引导”意味。

二是服务于行业量产的强制性原则。

针对乐器所制定的国家、部颁，包括各个省市

甚至工厂自定的标准，主要作用于从事商业性乐器

生产的厂家。当轻工业系统从工业生产的角度出发，

制订发布具体乐器的行业标准，意味着乐器具有了

产品的身份，必须经过国家轻工业乐器监督检测中

心等相关监管部门的管理，不符合工业生产标准的

乐器，就属于不合格产品，不能投放市场。生产标准，

必须是强制性的。

而以工厂为代表的生产力量，按照行业标准规

① 见笔者在2013年6月采访香港中乐团阮仕春先生的采访笔记, 他作为香港中乐团乐器改革业务负责人，主导了乐团的柳琴、革胡等许多民族

乐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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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生产，投入市场，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也会反馈相应的数据信息作用于生产标准的应用和

更新。前述的我国轻工系统和相关部门提出并发布

的各类民族乐器国家标准和轻工行业标准，都在 21

世纪里进行了多次修订，目前还在持续更新，但是

此类强制标准始终是服务生产规格的客观标准，而

不涉及界定“好坏”与“优劣”的主观标准。

三是大众应用中的社会化。

身为“典范”的乐器形制，通过强制性原则批

量生产为产品，面向市场推广普及，在大众应用中

逐渐实现社会化。一般大众，将这一常见的通用形

制视为“普遍标准”。实现这层含义，需要依靠教育

系统、专业社团、社会组织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以

及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是乐器真正走向大规模实

践的重要过程，广大民众心中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

中国民族乐器的群体印象，很大程度就得益于此。

总的说来，上述三层含义在乐器领域，既可以

共同作用，也具备各自独立实现的可能性。成为“典

范”的改革形制可能在小范围内得到应用，却并不

一定都适用于“大众化”和“行业量产”的标准含义。

比如，应用在交响化民族乐团编制里的革胡等乐器，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度被视为低音拉弦民族乐

器的典范，但是由于存在争议，适用范围窄，始终

在院团和乐器研究机构的实验和改进过程中，因此

不具备大批量生产的需要，也不需要建立相对应的

官方行业生产标准，仍达不到 “社会化”和“行业

量产”意义上的“标准”。而民乐名家爱用的“性能

典范”，如果没有同类型的产品投入市场，实现不了

城市生活的社会化；旅游景点上常见的“葫芦丝”“拨

浪鼓”玩具，虽然大量地社会化，但是没有人会认

为它们能作为乐器的经典，也不会以乐器生产标准

的形式出现在国家、轻工业强制性标准中（以玩具

标准出现另当别论）。

作为乐器的标准，三层含义可以独立、自由组

合，然而，一旦体现在“标准乐器”上，这三层含

义往往相互关系，互为可能。集中表现在，获得认可，

成为业内“典范”往往成为“行业量产”和“社会

化”的基础。首先，音不准、律不正、实践性能不好、

不适应独奏特性、合奏融合性需求的乐器，无法通

过熟知中西乐器的李元庆、杨荫浏等新中国老一辈

音乐学家群体的认可，也达不到国家专业艺术院团

职业演奏员群体的试练要求。在笔者所统计的新中

国乐改期间的双千斤二胡、大琶琴、律吕扬琴等近

六百件试制品中，绝大多数的乐器也就是因为这个

原因，成不了“典范”，也难赢得大众的长期认可，

则无法够上“行业量产”的门槛。但值得注意的是，

后期我国公布的国家行业标准（GB 或 GB/T）和轻

工行业标准（QB 或 QB/T）中的标准数据，基本都

来自 1954 年“乐改”确定的典范乐器，如琵琶、筝、

阮、三弦、月琴、京胡、二胡、笛子、笙、箫、唢呐、

柳琴、扬琴、虎音锣、武锣等各式响器适应了专门

的乐器生产标准，也已经在院校教学、考级评奖得

到大众化应用，尽管仍需改善，却都在一定程度上

同时满足了“标准”的三层含义。

结　语
“标准”，对于几千年来道法自然的中国音乐理

念来说，实际是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当

前苏联完成了对巴拉莱卡（三角琴）的系列化，音

乐家查哈罗夫等访问中国推荐经验 ；哈萨克斯坦也

完成了传统乐器组建的库尔曼哈孜国立管弦乐团、

萨孜根民俗民族志乐团①等 ；朝鲜投入力量学习，着

手准备本民族大乐团建制②……当时的中国乐器虽然

不至于陷入全球化的语境，却实实在在地作为国际

视域下的“民族乐器”存在。在国家力量下，缺失

了几千年的“标准”迅速实现，通行在 20 世纪 70、

80 年代，并作用于全国乐器实践，在现代社会中更

新了那沓被称为“中国乐器”的照片，同时还得到

了海内外华人的无条件关注和追随。

笔者认为，自 1954 年李元庆提出“乐器规格标

准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标准乐器”浮出水面，

但其所引发的多个系统的合作应用、多个领域的社

会化实践是值得进一步权衡的。围绕“标准”的主

客观因素太多，在目前条件下，集中讨论工业标准

下制造出的“标准乐器”如何在发展、面世的实践

过程中一步步得到相对普遍的“社会化”认同，是

较为可行的。20 世纪民族乐器“标准化”行为的本质，

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出于音乐界对乐器的要求，相反，

一个百废待兴、亟待发展的新中国，在一片高歌前

进的喧哗声场里，专注致力于传统乐器的保存和发

展，有一种“时代错置”的为难。恰好历史选择了吕骥、

李元庆、杨荫浏等熟知中外的音乐家群体投身于此，

在充满强烈感情的传统与性能结构不稳的乐器之间，

迈出了标准生产的第一步。是他们能将希望寄托于

① 根据笔者在2018年9、10月采访哈萨克斯坦萨孜根民族乐团（SazgenSaz）成员，现TURAN乐团(Ensemble TURAN)成员的采访记录。

② 根据笔者在2016年4月采访乐改小组成员陈自明老师的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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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乐器”之后的应用，也把“标准化”的未完之

题留给了今天。

 “标准”本身，是现代也是历史的，是客观的

也是主观的，是共性的也是个性的。20 世纪，民族

乐器制作行业的通用语言被作为“标准”，树立了新

一代人对中国器乐的“传统”印象 ；21 世纪，再度

审视“标准乐器”，可以折射出我们对于“标准”应

用的观念问题。一方面，行业量产的强制性原则主

要针对需要大批量生产的一般常用乐器。对于民间

地方性乐器的一个选项，当地人有权决定自己群体

是否建立强制性标准，因此将强制性原则强加于地

方性乐器上，让乐器“千器一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另一方面，也要看得到，即便是行业标准，也在强

制性基本形制之外，为不同品牌的民族乐器保留了

个性空间，甚至可以说，如今云南少数民族的葫芦

丝、广西壮族地区的铜鼓等都具备了省市或者厂级

工业标准，也强调着自身的民族个性，这样的乐器

在当地民众的审视下，至今担当着当地人心中的“标

准乐器”。

认定“标准乐器”的主体，始终是人。人基于

认定的客观标准来进一步探索主观认识，寻求多元

化认知，更新和发展民族乐器“方言”体系，使“标

准化”道路的探索，不致框死在“个性”的对立面。

“标准乐器”并不排他，正视院校、赛事上的常规乐

器标准、交响化民族管弦乐队里成系列的乐器阵列，

也能尊重田野村头不向工厂标准靠齐的民间乐器和

在老乐器音品指缝里的中立音程，为乐器对象的不

同“标准化”需求，寻求不同意义上的“标准”。基

于“标准乐器”的客观标准来探索主观认识，寻求

多元化认知。“标准乐器”走向成熟，不是强调“非

此即彼”的唯一标准，而是找到灵活开放的适应性

标准。过去的一步太久，如今这一步当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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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ed Standards: Practic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Folk Instruments in New China

Gao Shu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the musicologists represented by Li Yuanqing took the lead in putting 
forward the "issues of standardization" of folk instruments,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emplary achievements of music reform into 
the national and light industry standards, and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produced by him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society, such as 
performance practice, teaching promotion, classification exam and 
award appraisal, etc., becoming the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impress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tandard instrument" is not 
exclusive.  It has three connotations: performance model in multiple 
sense, mandatory principle of serving mass produc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socialization in mass application.  Each of them is independent and 
possible for each other.  But the main body of "standard instrument" is 
always human.  Based on the objective criteria, people further explore 
subjective knowledge, seek diversified cognition, update and develop 
the "dialect" system of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meet the 
needs of "standardization" in different senses. The maturity of "standard 
instrument"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the single standard of "either or", 
but also find the flexible and open adaptive standard.

Key words
Music reform, folk instruments, standard instrument, instrument 

specification, standardiza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 Shan Tune in Taiwan

Zhou Jingchun

Abstract
The "Gu Shan tune" of Fanbei, the Chinese Buddhism in Taiwan, is 
a branch of Fanbei's development in Taiwa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 Shan tune from two aspec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Gu Shan tune", the trans regional adaptability 
of Fanbei and the integration of Fujian Buddhism and folk culture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internal caus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 Shan tune", while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spiritual 
demands of the public are the external condition and external cause. 

Key words
Taiwan, Fanbei of the Chinese Buddhism, “Gu Shan tune”, “Fuzhou tune”

On Lawrence Kramer's Thoughts of Music Interpretation

Tu Yan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New Musicology" has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to a 
strong academic trend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Lawrence Kramer, 
an American musicologist, stands out in the academic tide of "New 
Musicology".  His thoughts of music interpret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applied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 theor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usic meaning,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and multiculturalism, and reflect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subjective 
aesthetic criticism through text analysis, and has positiv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ology today. 

Key words
Kramer, New Musicology, musical interpretation, postmodernism, speech 

act theory

The Connotation of Film Rhetoric and the Concept of 
Research

Miao Rui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rhetoric" and "film rhetoric" is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film rhetoric. 
The broad sense of film rhetoric is originated from the movie as a visual 
medium or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image art,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he movie ideographic activities.  The narrow sense of film rhetoric 
exists in the purpose of creative motivation or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and political guidance, which is given b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creators in a specific social situation.  The study of film 
rhetoric includes two parts: the study of film rhetoric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film rhetoric criticism.  It is a study of the practice and method of 
expr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film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ve informa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exchange.  It provide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 of the film. 

Key words
Rhetoric, film rhetoric, theory of film rhetoric, criticism of film rhetoric

A Review of the Ten New Balle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Yu P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equel to the Review of the Ten Contemporary Chinese 
Ballets.  It reviews the outstanding ballets produced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is century.  The reason why we don't have to wait for another "half 
century" is that the art of ballet is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rapidly in 
China, especially seen in the increasing start-up  of "dance troupes" and 
creation of "repertoire".  In the added dance troupes and new shows, we 
have noticed a special situation worthy of attention, that is, each ballet 
is pursuing its own "uniqueness" in creating new pieces.  Reviewing of 
outstanding ballet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our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troupes’ quest for "uniqueness", but also provides more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allet of "Chinese School". 

Key words
Modern China, ten new ballets, creation of ballets, “Chinese school” 

ballet, review

Thoughts on the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Yu Youyou

Abstract
During the 65 years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has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standardized discipline system 
and completed the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body vocabulary.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irit and 
unique artistic style have made it the mainstay of Chinese dance art.  In the 
new era of multicultural collision, the space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rt is inevitably squeez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is facing a bottleneck.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systematically 
and profoundly reflect, seek again, move forward cautiously, and study.  
This paper tak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s the analysis 
context, clarifies the shortcomings of its art development, re-examines the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text, and probes into 
the research and creation model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rt under the symbiosis mechanism of one source and 
multiple uses. 

Key words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rtistic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classical aesthetics


